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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隐去，红都瑞金依旧暑气蒸腾。在城西
南15公里的云石山上，写生的画客零落散去，留
下空荡的云山古寺与邃谷怪石默默守望。

不足50米高的云石山秀丽清幽，80多年前
的那个黄昏，在这里吹响的出发号角，则让云
石山承载着“长征第一山”的荣光写入史册。

1934年10月10日傍晚，作为当时中共中央党
政军机关的聚集地，云石山空前繁忙：集结齐
整的红军队伍进行着出征前的动员，不时急驰
而过的战马传递着一道道行动指令，运粮队、
挑夫、担架挤满大小村庄，数十支宣传动员小
分队四处奔走，在墙上树上刷写张贴标语：
“坚持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
“誓死保卫苏维埃”。

17时许，中央红军伴着余晖，踏上征途。
红军战士们并不知道他们要转移到何处，乡间
沙石路上一连串西指的箭头，指示着他们前进
的方向。

转移，迫在眉睫

从济南赴瑞金采访，交通并不顺畅。现代
化交通工具不断转换，抵达瑞金时，夜幕悄然
而至。瑞金的夜没有流光溢彩，静谧而安详。
撑着各色大伞的“摩的”漫不经心地在街头巷
尾候客，随后也成为记者在瑞金采访期间最便
捷的交通工具。

瑞金位于闽、赣、粤三省交界处，偏僻但
富饶，自古就有“绵江两岸是块洲，三年两不
收，还有余粮下赣州”之说。1931年11月7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宣告成
立，成为共产党人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
权，瑞金也因此被奉为“红色故都”、“共和
国摇篮”。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
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也自此有
了“毛主席”这个称呼。

走进瑞金城东3公里处的叶坪乡叶坪村，芳
草如茵，古樟参天。临时中央政府旧址、苏区
中央局旧址、国家政治保卫局旧址、国家银行
旧址……毛泽东旧居、烈士纪念亭、烈士纪念
塔等等，迎接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墙上的标
语、屋顶的红星，营造出浓厚的红色氛围。

在这里，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印
发货币，颁布宪法、劳动法等法律，发展苏区
经济、创办社会事业，指挥全国苏区工作。
“临时中央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执政尝
试，九部一局的架构是共和国国家机构设置的
雏形。党在中央苏区的实践，为1949年新中国
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瑞金市委党
史办原副主任刘良告诉记者。

然而，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疯狂“围
剿”之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难得安生。1933
年4月，毛泽东随临时中央政府机关迁往瑞金城
西的沙洲坝。

1933年夏，国民党调50万军队，对中央苏
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敌我力量悬殊，中共
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及军事决策者、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人李德，仍然命令红军对敌
人的坚固堡垒实行攻坚战。红军的反击连连受
挫，伤亡惨重。

1934年4月，中央苏区的北门户广昌失守。
7月初，国民党军31个师向苏区的中心发起全面
进攻，瑞金开始遭到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随
后，苏区的党政军机关迁到了瑞金以西20公里处
的云石山梅坑，领导人分散住在各个村庄里。唯
独毛泽东孤独地住在山顶的云山古寺里，伴随他
的是妻子贺子珍和他们三岁的儿子毛岸红，还有
一位法号叫乐能的老和尚和两个小和尚。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
议，制订了一个进攻中央苏区的“铁桶合围”
计划：在一个月内把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圈缩小
至瑞金，从四面构筑成一道以碉堡、铁丝网为
主的封锁线。届时，将在瑞金周围架起三十道
铁丝网、数十道火力封锁线。为防止红军突
围，还将配备1000多辆卡车，快速运送国民党
部队，以便机动地及时拦截红军。

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赣北第四行政区专员
兼保安司令莫雄，深感事关重大，冒着巨大的风
险，安排在他司令部里工作的中共特科情报员项
与年，把蒋介石的进攻计划交给中共中央。

项与年立即将情报用四角号码字典的字码
编成密码，记在一本四角号码字典上，连夜从德
安起程。为了安全，他敲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冒
充乞丐，面孔肿胀、肮脏不堪。10月初，闯过了几
十道国民党军设置的关卡后，项与年终于跑到瑞
金的红军司令部，将情报交给了周恩来。

10月6日，北部前线传来的消息格外令人焦
虑：国民党军已经全面突破石城防线，到瑞金
的直线距离，只有几十公里了。

中央苏区岌岌可危。

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

国民党军步步进逼，战略大转移迫在眉
睫。此时的瑞金却一如过去那般安静从容，稻
谷金黄的田野中，依旧是一派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景象。

也有细心的红军官兵发现，李德所住的
“独立房子”寂静了不少。李德喜欢吃鸭子，
房子周围总是养着大群的鸭子，可如今，鸭子
越来越少，领导们的会议越来越多了。

其实早在广昌战役失败后，战略大转移的
准备工作就已经在博古、李徳、周恩来组成的
“三人团”领导下秘密展开，准备在10月下旬
或11月上旬进行战略大转移。在李徳看来，战
略大转移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因
此，当时关于战略大转移的传达范围，只限于

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其他人，包
括政治领导干部和部队高级干部，只知道他们
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措施。

然而，红军的高级将领们还是感受到了苏
区空气中的异样。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
委员聂荣臻找到毛泽东，小心地试探着问：
“我们要到哪里去？”毛泽东面无表情地答：
“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

根据中革军委的撤退计划，中央红军扩大
为5个军团，由12个师和2个纵队的非战斗人员
组成。在反“围剿”中损失严重的红军急需补
充兵力，“扩红”突击运动在1934年5月席卷中
央苏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发表的
“五一”劳动宣言中，号召每一个工人和农民
武装起来，加入到红军中去。5月18日，中革军
委发布的《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宣言中，
提出5、6、7三个月，中央苏区要扩大红军5万
名。

“号召一出，苏区人民热烈响应。瑞金县
在一个月内，就扩大红军５４００人，超额３０％完
成任务，成为扩红突击模范县。”瑞金市委党
史办干部毛瑞明介绍，据统计，瑞金当年24万
人，有11 . 3万人参加革命，青壮年参军参战，
年幼的参加儿童团，妇女参加洗衣队；有5万多
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 . 08万人牺牲在长征途
中，瑞金留下姓名的烈士达17166名。

“父送子、妻送郎，父子一同上战场”的
情景，在瑞金比比皆是。瑞金沙洲坝下肖区七
堡乡第三村农民杨显荣，在五次反“围剿”期
间，先后将8个儿子全部送上了前线，后来都牺
牲在反“围剿”的战场上。“八子参军”的感
人故事，登上了1934年5月30日出版的中华苏维
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

有“共和国第一军嫂”之誉的陈发姑，与
丈夫朱吉薰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为了支持身为
家中独子的丈夫参军，她一人承揽下全部家庭重
担，把丈夫送进了区政府报名参军。除了照顾家
里，她自己也参加了苏区的妇女工作队，成为村
里的一名妇女干部，积极组织和动员村里的姐妹
们筹款筹粮，为红军战士缝制军衣、打草鞋、洗衣
服；到红军医院里帮助照顾伤病员、送饭。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朱吉薰
所在的部队开始长征，陈发姑也自此开始了长
达75年的旷世等待。解放后，政府调查认为她
的丈夫在长征途中牺牲了，但她始终坚信丈夫
没有死，逢人便讲：“我丈夫参军出去了，我
一年盼一年，一月盼一月，一天盼一天，很希
望我丈夫回来跟我们团聚。”陈发姑年年都要
编织一双草鞋，寄托对丈夫的思念，即便双目
失明也不间断。直到2008年，115岁的陈发姑在
睡梦中安然辞世。

1934年9月，中央组织局、总动员武装部等
发出了9月间动员3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扩
红”运动的数量达到了高潮。但这时苏区内可动
员的兵源已越来越少。自1933年以来，已有17万
青年参加了红军，这个数字意味着苏区内不分男
女老幼，平均每15个人就有一人参加了红军。

曾动员无数贫苦农民加入红军的毛泽东，
此时正在于都视察，因患疟疾备受折磨。扩红
干部找到他，请他帮忙动员群众。在群众大会
上，身体极度虚弱的毛泽东只讲了5分钟，表达

了一个意思：决心。这两个字可以概括那时苏
区军民所具有的勇气：敌人就要闯进来了，我
们可以放弃眼前的一切，但是我们必须要保留
决心！决心可以使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决
心可以使我们重新赢得一切。

大规模的“扩红”努力下，中央红军开始
长征时人数达8 . 6万人，其中大约有一半是新参
军的战士。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扩红”的同时，
借谷筹款运动也在中央苏区大规模展开。7月，
正是稻谷收获的时节，老百姓并不知道红军即
将离开苏区，他们将粮食一担担地挑进了红军
的粮库，圆满完成了60万担的借谷任务。

据考证统计，在创建、保卫中央苏区和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中，瑞金人民购买公债
77 . 3万元，支援谷子25万担，捐献战争费用22万
元，捐献银器22万两，奉献苏维埃银行瑞金支
行存款2600万元，其他捐赠如草鞋、棉被、衣
物、菜干等因史料数据繁杂庞大，难以统计。
按当年的购买力对比统计，经济物资的奉献约
合人民币78亿元。

苏区人民对于红军的支持可以说是倾其所
有，刘良分析说，“红军没有来之前，几乎所
有的贫苦农民都是地主的佃户，备受剥削压
迫。红军来了之后，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可
以享受土地上的收获，让他们翻身做了主人。
‘人民代表大会’‘无产阶级革命’等新奇的
名词，则让他们感受到了政治尊严和社会权
利，从而萌发了‘为公家的事出力’的群体意
识。”

向西，进发

1934年10月10日夜，月色朦胧。中央红军总
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的军委第一纵队，中央
党政机关、卫生部、后勤部、总工会、青年
团、担架队等组成的军委第二纵队，一步步远
离他们曾经赖以生存的红都瑞金。

在江西南部与福建西部交界处的丘陵中，
聚集着除第五军团外的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
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向西，向着转移
的最后集结地于都进发。突围的方向，定在南
线与粤军防线交界的中央苏区西南角。

此去西行，并非是无把握地硬闯。10月6
日，中央派潘汉年、何长工作为军事代表，与
时任国民党江西“剿匪”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
的代表，在江西寻乌县罗塘镇举行秘密谈判，
为红军向西突围创造了条件。

陈济棠当时主政广东，虽率军驻守在江西
省会昌县筠门岭地区，却希望偏安广东地盘，
安稳地当他的“南天王”。他曾三次通电反
蒋，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第五次“围剿”一
开始，蒋介石就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轻，想把
红军逼进广东境内，借刀杀人，以收“一石二
鸟”之效。

罗塘谈判如期进行，三天三夜的会谈最后
达成了“停战借道”协议，陈济棠部采取“送
客”政策，减轻红军伤亡。

在这场举国大转移开始前，中央决定所有
可以搬走的东西都要捆扎起来搬走。兵工厂、
服装厂、印刷厂、医院等部门中的织布机、缝

纫机、铅印机、石印机、印币机，红军总部储
备的银元、大米、盐巴、药品、通讯器材，甚
至野战医院病号的尿盆、机关办公室的桌椅和
文件柜都已捆扎好等待搬运，远远超出了负
荷。重新压缩精简后，还是整理出了一千多担
物资。红军战士必须携带的干粮、枪支和弹药
已有四十多斤，再挑上五六十斤的担子，长途
行军的难度可想而知。

1932年参加红军的谢宝金是于都县岭背镇
谢屋村人，1 . 89米的大个头儿，力气很大，年
轻时据说能挑150公斤重的东西。参加红军后，
谢宝金被选到中革军委情报部技术股工作，主
要任务就是和战友一起管理、使用军委发报用
的发电机。那台发电机很重，近70公斤，又是
手摇的，只有谢宝金能对付它。

中革军委准备进行战略转移前，首长对谢
宝金说，这些设备是中革军委的“耳朵”和
“眼睛”，大家要用命来保护它。当时，中革
军委仅有一台发报机和发电机，中央派了一个
128人的加强连保护这些设备。开始是8个人轮
着抬它走，可长征一路打仗，连队减员越来越
多，抬发电机的人也越来越少。谢宝金见战友
一个个倒下，眼睛红了：“就是剩下我一人，
也要背着它走到底！”就这样，谢宝金一个人
背着它爬雪山、过草地，一路走到了延安。

“于都人民真好，

苏区人民真亲”

从瑞金到于都不到100公里的路程，如今坐
动车翻山越岭，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小城宁
静富足，波澜不惊的于都河缓缓流淌，涵养着
这片土地。

向着于都，中央红军主力集结而来，等候
着出发的最后指令。

1934年10月15日上午，在于都县郊外的谢家
祠堂里，毛泽东坐在长凳上，面容憔悴。此
刻，他内心的创痛大过病痛的折磨。面对两百
多名被留在根据地的干部，他沉闷地吸着烟。

这是赣南省委在中央红军出发的最后时
刻，召开的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同志们
希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对他们说些什么。
毛泽东知道，必须向这些同志交代红军为什么
要放弃中央苏区，为什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要
举国上路。但是他又无法将所有事情的原委一
一解释清楚。沉默了一会儿，他缓慢地开口
了：“敌人已经打到我们的家门口了，蒋介石
的目的是要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的主力只有冲
破包围，到敌人的后方去。你们不要怕，不要
认为红军主力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
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
一定要回来。”最后这句话毛泽东说得很重，
力图让同志们确信他说的是真话。而这句话确
实代表了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在中央苏区周围
转个圈，把敌人调开之后再回来。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
夜渡过于都河，古陵新田打胜仗。”10月16日
晚，集结休整完毕的中央红军，开始渡河。新
中国成立后第一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长征
歌》中的第一首，正是当年中央红军夜渡于都
河，踏上漫漫征途的真实写照。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里，红军渡
河出发的情景被做成了主题雕塑，雕塑背面主
题为“依依惜别”，表现的是于都人民送别红
军的依依深情。

纪念园中，“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
碑高高矗立，碑身的双帆造型，寓意中央红军
由此扬帆出征。82年前的10月18日，中央红军
机关就是从旁边的东门渡口渡过了于都河，踏
上了万里长征路。

“于都河其实就是贡江，但当地人习惯把
于都境内这一段称为于都河。”于都中央红军
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在东门渡口旁
介绍，根据当时任总部工兵营营长的王耀南回
忆，当时于都河宽600多米，水深1到3米，最大
流速每秒1 . 2米，河底为沙石。这样，大部队要
迅速过河就得架设浮桥。

架桥要用木船当桥脚，杉杆当桥桁，上铺
木板。在中共赣南省委领导下，于都人民无私
奉献，大力支援红军，当时沿河所有的民船全
部停运，共调集800多条大小船只。有的用作架
设浮桥，有的用于摆渡指挥部队渡河。依据命
令，为了防止敌机侦察，过早暴露目标和红军
行动意图，要求架设浮桥都在傍晚5点后进行。
在红军渡河的4天时间里，每到傍晚，有组织的
群众就纷纷走向架桥工地，有的打火把，有的
送水送饭，还有的直接参加架桥。红军渡河
后，要在次日早上7点前把浮桥拆除，傍晚5点
后又重新架桥。据统计，在于都县30公里的河
段上浮桥被架设了15次，这样既保证了红军渡
河，又隐蔽了红军的战略转移意图。

“为了帮助红军架设浮桥，沿河两岸的于
都人民把家中所有可用材料都贡献出来了，有
群众还拆下了门板和床板。有位年逾古稀的曾
大爷，在将家中全部材料献完后，又亲自把自
己的一副寿材搬到了架桥工地。”张小平说，
时任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指挥架桥材料的征
集工作，得知此事后，他感慨道：“于都人民
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在于都县建国路20号后门，有一座被于都
县政府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刘次垣民
居。不同于东边惠民楼小区的热闹喧嚣，这所
建成于清代的赣南民居静谧幽深。经过时光的
洗礼，房子的围墙剥落了外砌的黄土，露出青
色的石砖。走进庭院，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水
腥味，灰色的石板上长着青色的苔藓，天井投
入的光亮为房间带了微光，半掩着的门板残缺
不齐，墙壁上留存着“巩固于都政权”的口

号，岁月的脚步清晰可见，时光亦格外留恋地
静止了。

在这座老房子里，刘淑芬老人盼着长征的
丈夫归来盼了62年。“我姑婆没有再嫁，一直
一个人，一辈子都是一个人啊！”刘淑芬的侄
子、现居宅子中的刘光沛感慨道，“我姑婆不
仅把丈夫‘捐’给了红军，还把家里所有的门
板、床板都贡献出去作为当时渡河的桥梁板。
有的认领回来了，大多数的（门板）为了阻截
国民党追击就都被烧掉了。所以家里很多门板
是后来安的，有的门板尺寸不合，有的门板就
没安。”

依依惜别，踏上征途

于都河上，除了5个搭设浮桥的渡口外，其
他的3个渡口需靠船工摆渡过河。

1934年10月17日下午，李声仁和族人正在于
都河石尾渡口打鱼，突然来了几名身着军装的
士兵召唤他们靠岸，并请求他们晚上出船帮忙
把红军送到河对岸去。

渔船靠岸后，18岁的李声仁听到是“打地
主、分田地”的红军，立马从船头跳上岸，紧
握着士兵的手问好，并代表同来的20多名船工
接下了这份差事。当天晚上，李声仁和未婚妻
一起摇着船，联合河上20多户渔民一起来回运
送红军过河。因为船太小，每趟只能运10人，
李声仁和未婚妻奋力划船，送完一批，又连忙
返回送第二批，直到把石尾渡口的3000多名红
军全部送过河。

为了不让巡查的敌机察觉到异常，第二天
天亮后，彻夜奋战的李声仁等船工放弃休息，
继续摇着渔船在河中撒网打鱼。到了晚上，李
声仁又联合20多位船工撑着渔船来到于都河鲤
鱼塘渡口，护送后方红军3000多人过河。为防
止被敌人发现，船工们不打渔火，不打暗号，
全靠经验来把控船只的方向，避开河中的险
情，船工们的手上磨起了许多血泡。

知道红军要走了，于都百姓组织了大批慰
劳队，带上鸡蛋、猪肉等慰问品，热情慰问红
军指战员。妇女们聚集在一起，把她们做的鞋
和缝补好的衣袜送给红军。年纪大些的妇女拿
着针线站在路边，发现哪个红军的衣服破了就
匆忙上前缝几针。还有一些百姓聚集在路边，
努力想在队伍中认出自己的亲人。

“黄昏，当夕阳的余晖投射到碧波涟漪的
于都河上时，我们队列要从这里出发了。虽然
这次战略转移，由于时间的仓促，除各部队传
达动员外，已经没有时间和群众开告别会，但
是根据地的群众凭借着多年来的战斗经验，还
是从我们的行动上感觉出来了。他们悄悄地作
了准备，不约而同地聚拢来了。这是一个永远
也不能忘怀的场面。”杨成武将军在《别了，
于都河》一文中这样写道。

“乡亲们有的把煮熟了的鸡蛋塞到我们的
手里，有的把一把把炒熟的豆子放进我们的口
袋里。有的拉住我们战士的手问：什么时候回
来？有的止不住地呜呜哭了起来。”时任红一
军团二师四团政委的杨成武正在和一营的几个
干部谈着事，突然，他看到人群里钻出了他的
房东大娘。

“房东大娘今年六十多了，一头白发，他3
个儿子都当了红军，两个牺牲了，一个当了干
部，显然，她看完儿子，又到我这里来了。”

大娘把用一块小白布包着的东西递给杨成
武。他打开一看，是两个热气腾腾的红薯。

手里捏着红薯，杨成武眼睛湿润了。“在
苏区连续遭到破坏，粮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大
娘捧出两个红薯来，真是捧出了大娘的一片心
啊。”杨成武难以用言语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捧
着红薯，他又深情地叫了一声：“大娘！”

与后来红军所强渡的湘江、乌江、金沙
江、大渡河等相比，于都河算不上凶险，但因
为有了苏区人民的深情惜别和殷殷期盼，在红
军将士们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来到于都县城北门
与中共中央、临时中央政府所属机关的干部会
合，和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一起从
东门渡口渡过了于都河，汇入到那支逶迤的红
军队伍里，融入到苍茫的夜色中。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和中国工农红军将要走向哪里，队伍中
的红军官兵谁也无法预料，他们同整个国家一
起，踏上了征途。

■ 红星照耀中国·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1934年9月下旬，地下党得到国民党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铁桶合围”计划。项与年把情报编成密码，记在一本四角号码字
典上，连夜从德安起程。他敲掉四颗门牙，面孔立时肿胀，浑身肮脏不堪，一副乞丐模样。10月初，闯过重重关卡，项与年终
于跑到瑞金的红军司令部，将情报交给周恩来。10月16日晚，中央红军开始渡过于都河……

与共和国一起，踏上征途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刘一颖

中央苏区中央局成员在叶坪的合影。（资料片）

于都河畔东门渡口。

叶坪黄墙上的宣传口号。

叶坪列宁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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